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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斌 陈俊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2023年时值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十周年。十年来，正确

义利观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成为指导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的基本政策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

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成果，是新时代我

国处理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最终指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正是在正确义利观的引领下，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11月发

行的《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评价称：“中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

典范。”目前，国内学界从义利观变化的视角观察我国对非洲政策演化的研究并不多

见（徐济明，2000；刘鸿武，2008；张宏明，2016）， ①特别是对正确义利观中“正

确”的学理分析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系统分析正确义利观的内在逻辑，并

提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义利取向下我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化逻辑，从而更

加有效地应对个别西方国家对我国对非洲政策的构陷。

摘 要： 2023 年时值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并提出正确义利观十周年。过去十年中，习近平在多
种场合提及或详细论述正确义利观，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
正确义利观的内在逻辑是义利合一、义利转化、义利平衡、以义为质。正确义利观为
观察我国对非洲政策变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以说，我国对非洲政策经历了重
义轻利、互惠互利以及义利兼顾三个主要阶段。这种变化是最高决策者理念、国家实
力和中非关系结构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中非关系发展
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有力地驳斥了某些西方国家“新殖民主
义”“债务陷阱”等诬陷中国的言论，有助于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影响力，也
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外交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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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义利观的内在逻辑

过去十年中，习近平在多种场合提及或详细论述正确义利观， ①基本形成了一个

内容丰富、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本人高度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中

国从古至今也一直有“义利之辨”的哲学命题。因此，理解正确义利观需要将其置于

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并且将“义”“利”范畴置于辩证的逻辑体系中考察。

（一）义利合一

首 先 ， 关 于 “ 义 ” “ 利 ” 的 概 念 辨 析 。 《 辞 海 》 中 “ 义 （義） ” 引 申 为 “ 适

宜”“情谊”。习近平对“义”作了明确的诠释，“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即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

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王毅，2013）。习近平在不同外交场合进一步丰富“义”的内

涵，包括中国“言出必行”的信义，“结识新友，不忘老友”的情义以及“维护世界

和平发展”的公平正义等。这些关于“义”的具体政治阐释，都聚焦于“全世界共同

发展”这一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之“义”的核心理念。这既是对传统文化语境中“义”

的 合 理 继 承 ， 也 是 适 应 现 代 国 际 政 治 场 域 的 必 然 开 新 （ 毕 霞 和 韩 亚 琦 ， 2 0 2 0 ） 。

“义”作为指导和判断行为是否应当的价值标准，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下存在不同的诠

释。在这个意义上，正确义利观赋予了“义”特定的政治内涵与时代意义，与“国际

道义”（interna t iona l  mora l i ty）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 ②例如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

实主义以战略信誉界定“道义”的最低标准（阎学通，2014）。而有关“利”，习近

平指出，“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王毅，2013）。这就阐明了“利”必定是

合宜的且要符合价值判断。这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利益”只强调利益驱动而忽略

利益是否正当而有所区别。

其次，“义利合一”本身蕴含着义利相兼的辩证关系。这不仅认识到了义利关系

的对立统一性，同时也对其差异和区别有深刻的理解，既不混淆义利关系，也不割裂

义利关系。一方面，义利相兼本质上是义利并重的集中体现，将“义”与“利”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利益理论，即肯定“利”是“义”的前

提与基础。马克思强调：“正确理解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③

最后，“义利合一”深刻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世

界观。中国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二者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转化、相倚相生、

和谐统一（陈松川，2013），其本质是以整体为上、顾全大局的价值取向。正确义利

观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坚持义利并重，主张二者不可偏废，不只强调一方而否

定另一方，而是强调“义”和“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詹德斌 陈俊杰 “正确义利观”视角下中国对非洲政策演化析论

① 根据笔者用“正确义利观”作为关键词对“人民网”数据库检索，截至2023年12月共有204条记录，其中习近平亲自提及84次。
② 所谓的差异其实并不反映本质上的对立，而是一个概念范畴外延扩展的问题。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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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利转化

“义利转化”是正确义利观逻辑演进中的关键环节。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义”

和 “ 利 ” 是 一 个 事 物 的 两 个 方 面 ， 是 相 对 而 存 在 的 ， 但 二 者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明 确 的 界

限，或者说不是一分为二地割裂成两个环节呈现，而是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从时间

上看，今天是义，未来有可能变成利。“义”和“利”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互相

转换。因此，义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最终是一种“和合”状态。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富含“义利转化”的思想。如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以

柔弱胜刚强”，一切都处在对立中，而对立又是可以转化的（蒙培元，1988）。孔子

讲到“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大学》）。《国语·晋语一》也记载：“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

丰民。”这些寓意就在于，义与利并不是两个相互背离的极点，而是相互贯通的。这个

“通”就是转化，利可以转向义，通过义也可以获得利（张雄等，2019）。

传 统 社 会 人 际 交 往 中 的 义 利 转 化 和 交 融 关 系 在 国 家 间 的 交 往 中 也 有 着 契 合 、 映

射 之 处 。 就 像 习 近 平 所 言 ， 中 华 文 化 倡 导 “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己 欲 达 而 达 人 ” （ 习 近

平，2015）。在国际交往中，正确义利观将“义”置于价值优先地位，倡导“以义为

先”“弘义融利”，将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相结合，从而实现了“因义得

利”，将“义”转化为“利”，从根本上实现了义利统一。

（三）义利平衡

“义利平衡”是践行正确义利观的核心要义。“义”和“利”被视为两种不同的

价值理念，孔子就曾言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唯物辩

证法认为，事物是由内在的矛盾性而推动着自身变化发展的，义利关系不是简单的二

元对立，而是在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即“义”与“利”之间既存在着诸多方

面的对立、矛盾和竞争关系，同时也有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关系。

简言之，“义”“利”并非一种同质化、均衡和静止的存在，而是呈现一种矛盾

统一的动态过程。正是因为“义”与“利”之间既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又表现出矛盾

运动的规律，所以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使其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演变过程之

中。由此观之，“义”与“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相互协调，所以，正确义利观

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对义利关系的科学把握，即“义利平衡”。

总的来说，在正确义利观中“义利平衡”机制有可能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国家在

对外关系中应该追求一种动态平衡，即在整体和全局上实现“义”与“利”之间的相对

平衡，而不在于一时一彼的利益得失。正如习近平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义利兼顾

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习近平，2014）。这启示我们妥善处理

各种义利关系，就要正确认识到义利对立统一关系，较好地平衡好“义”与“利”。

（四）以义为质

“ 以 义 为 质 ” 为 正 确 义 利 观 提 供 了 价 值 遵 循 。 习 近 平 指 出 ， “ 中 华 民 族 历 来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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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子以义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习近平，2014）。

在国际合作中，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君子以义为质”，说明君子的根本在于对

“义”的追求。习近平使用“以义为质”这一典故旨在说明当今中国在国际交往上应

坚定不移地践行正确义利观，秉持道义至上。

正确义利观显然是对错误义利观的回击。正确义利观的“正确”恰恰是在坚持义

利相兼、义利平衡的基础上，讲究以义为先。“义”相较于“利”在价值排序中具有

优先性地位。儒家认为“君子义以为上”，“义”是“利”的前提与基础。这从根本

上确立了“义”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义利观并不是对“利”完全摒弃，而是

在动机上反对“以义求利”，但在结果上可以接受“因义得利”（李翔海，2015），

这也符合义利转化的逻辑。

在中国社会伦理中，“义”与“利”之间存在着一种阴阳交融的关系，即由“我

为 人 人 ” 出 发 而 达 至 “ 人 人 为 我 ” 的 结 果 ， 其 表 现 为 “ 先 义 后 利 ” 的 模 式 （ 沈 毅 ，

2007）。正如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唯有以道义为先而以

利益为后，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此外，当“义”与“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时，

存在“舍生取义”和“见利忘义”两种不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正确义利观的价值

导向是以“天下”“全人类”的整体性思维来考虑处理义利冲突问题，即在维护国家

自 身 核 心 利 益 的 前 提 下 以 义 为 先 ， 舍 生 取 义 ， 承 担 起 大 义 责 任 。 诚 如 习 近 平 所 言 ：

“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

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①

（五）义利组合模型

按照上述逻辑，可以把“义”

和 “ 利 ” 分 别 作 为 变 量 组 成 坐 标

系，用每个坐标取值范围的中值把

范围划分为两个等级，按由轻到重

的顺序进行分类，每个坐标轴的中

值线把平面坐标系划分为四个象限

（ 图 1 ） ， 从 而 形 成 不 同 的 “ 义 利

组 合 ” 模 型 。 ②随 着 箭 头 所 指 向 的

义 利 冲 突 的 减 少 与 义 利 转 化 的 增

加，“义”与“利”的关系实现了

相对的平衡。

①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138.
②“义”“利”组合模型坚持“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义”“利”的轻重程度是从共时性角度，即某一特定时期内

此模型中的“义”“利”轻重关系；而“义利平衡”要从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性变化角度观察（过去—现在—将来）。只有在时
间与空间的二维结构过程中，才能获得“义利关系”的真实再现。

图 1 “义利组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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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象限对应重利轻义型国家（I类）。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更

多 地 关 注 自 己 的 国 家 利 益 ， 并 通 过 合 作 来 维 护 自 己 的 利 益 ， 从 而 获 得 更 大 的 发 展 空

间，追求基本的“义”，其外交策略更为务实理性。然而，这种模式如果长时间持续

下去，很容易产生义利冲突，从而损害国家形象。

第三象限对应重义轻利型国家（III类）。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外交政策上追求更高

层次的“义”，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往往被视为次要的。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

是偏革命性的，但是如果长时间追求超越其实际能力的道义，可能会削弱国家实力，

难以为继，并导致“义”与“利”难以转化，从而无法实现义利平衡。

第二、第四象限对应“义利兼顾”类型的国家（II类、IV类）。这种类型的国家

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持续性和稳健性，能够有效地兼顾“义”与“利”。值得注意的

是，Ⅱ类国家虽然义利较为平衡，但是往往是国际社会的地区小国或弱国，易受大国

左右，因而往往倾向于采取淡薄的外交政策。IV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常占据主导地

位，拥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并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主持国际公平正义。

总之，正确义利观应该是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原则，但在必要的时候，可

以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义有所变，利有所为。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与西方“利益至

上”的国家利益观有较大不同，正确义利观鲜明反对“自私自利”“见利忘义”“损

人利己”等狭隘利益观，将“义”“利”并重作为正确处理对外交往中各种义利关系

的准则。

二、“正确义利观”视角下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演化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从而使正确义利

观成为指导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最高价值标准。这给了我们观察和评价我国对非洲政策

演化的全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关系是一个工具理性层面的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与观念层面因素相互交织的领域。“义”“利”在不同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

需要在中非关系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具体考察。

（一）“重义轻利”时期（1955~1977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战略是“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探索处理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中国受

邀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以此为契机，中国积极寻求同非洲国家开展友好

往来。至1963年底，中国先后同埃及等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 一 时 期 ，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的 价 值 取 向 显 然 是 更 重 义 的 。 这 从 毛 泽 东 和 周 恩 来

等 外 交 决 策 者 的 讲 话 中 可 见 一 斑 。 毛 泽 东 在 1 9 5 6 年 举 行 的 中 共 八 大 会 议 上 明 确 宣

布：“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

持。” ①1956年毛泽东亲自对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承诺：“愿意尽全力帮助埃及，我们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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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力所能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

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帮助。” ①苏伊士运河

战争于1956年10月爆发，中国不但在政治上对埃及予以大力支持，而且将现金以及重

要物资无条件直接捐赠给埃及。对此，周恩来在1957年3月举行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

上解释说：“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

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谢益显，1988）大致从1963年9月

开始，毛泽东改变了1962年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下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削减对外援助

的做法，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在党内遭到全面批判，中国对非援助放弃了“量力而

行”的基本方针而开始为“中国道路”全面铺开（蒋华杰，2016）。

此 时 中 国 的 “ 义 ” 无 疑 带 有 浓 厚 的 意 识 形 态 色 彩 ， 更 多 地 属 于 革 命 道 义 和 国 际

主义，这是与当时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周恩来这样讲到：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

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 ②中共八届十一中

全会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③

中 国 对 非 洲 “ 重 义 轻 利 ” 外 交 的 典 型 案 例 是 帮 助 坦 桑 尼 亚 和 赞 比 亚 修 建 铁 路 。

据 统 计 ， 从 1 9 6 5 年 中 国 向 两 国 派 勘 察 设 计 团 到 1 9 7 6 年 6 月 全 线 通 车 ， 中 国 为 此 项 目

提 供 了 约 9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3 0 年 无 息 贷 款 ， 并 派 出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5 . 6 万 人 次 （ 胡 志 超 ，

2000）。坦赞铁路作为中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援外项目之一，在中国向非洲提供的经

济 援 助 中 占 到 近 五 分 之 一 ， 相 当 于 中 国 向 非 共 产 党 国 家 提 供 的 十 分 之 一 （ 陆 庭 恩 ，

2000）。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极其困难的时期，所以中国援建坦赞

铁路很难用“利”来解释。毛泽东曾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讲道：“你们有困难，我

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

建这条铁路。”（陆苗耕，2008）为贯彻落实好这一“舍利取义”方针，周恩来在制

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四保”的要求：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将

这“四保”列为战略布局（金冲及，1998）。

这 一 时 期 ， 为 支 持 阿 尔 巴 尼 亚 的 经 济 建 设 ， 中 国 向 其 提 供 了 1 0 0 多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援 助 ， 用 大 量 外 汇 购 买 钢 材 等 建 设 物 资 ， 但 被 对 方 严 重 浪 费 （ 杨 鸿 玺 和 陈 开 明 ，

2010）。事实上，基于当时对“世界革命”的认识，“义”的价值标准就在于是否支

持革命，中国的国际战略利益很大程度上就是行“义”。显然，过度“重义”的对外

援助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难以持续。

非洲仅在1956年到1979年间就接纳了总额约62.8亿到72.5亿人民币的中国援助

（蒋华杰，2016）。从结果上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际冷战和革命外交框架

之下的对非洲援助始终难以做到义与利之间的均衡。无论是国际统战还是道路选择，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49.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3.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s://www.gov.cn/govweb/test/2008-06/05/content_1006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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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非经济利益导向因素，这使得中国对非洲援助中的政治诉求远远大于对经济回报

的追求，从而造成援助的“义”与“利”之间的长期失衡（蒋华杰，2016）。 

（二）“互惠互利”时期（1978~2006 年）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王稼祥等人就主张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刘

少奇和邓小平也主张削减对外援助，但都没有得到执行。邓小平复出以后的1975年4

月，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合理安排对外援助的决定》，提出开始

压缩减少对外援助的规模（房维中，1984）。然而，在革命外交的大背景下，这种努

力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直到1977年7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第十届三中全会上

恢复所有职务，他有关内政外交的设想才终于开始落地。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

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外政策也开始围绕这一中心展开。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

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对外政策做了如下表述：“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

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

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来开展对外工作（赵洋，2016）。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洲政

策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逐渐弱化，交流领域转向多样化，合作性

质也转变为强调互利双赢（李安山，2006）。这一时期总的趋势是，中国日益重视与

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重视经济效益。

在1982年12月至1983年1月期间，赵紫阳访问了非洲十国，并提出了新时期中非

经济合作的十六字方针：“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事实上邓

小平就曾对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讲得十分坦率，大意是：现阶段中国需要首先把自

己的事情办好，等中国富强了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国家（张宏明，2014）。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最重要的政策调

整（钟龙彪，2009）。正如1985年邓小平所总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

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转变在于实现了从“一条线”到“真正不结盟”的战略调整。 ①

这与邓小平重视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外交的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譬如，1989年10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就意味深长地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

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

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 ②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

“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处于首要位置。这也意味着中

国对非洲政策取向发生明显变化。从这时开始，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互利共赢，日益

成为中国对非洲政策调整的大方向。这也表明了中国外交的重心已从意识形态的理想

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合作，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转向了国家利益优先考虑，追求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6.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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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张蕴岭，2009）。这一转向从这一时期中国对

外援助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明显下降也可以看出（图2）。

图 2   1971~1989 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张郁慧(2012)

这 一 时 期 ，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逐 渐 转 变 为 经 济 上 的 互 惠 互 利 ， 强 调 在 讲 道 义 的 同

时，使中国能够从对外援助中获得经济利益（唐丽霞，2020）。1993年时任外经贸

部部长吴仪也要求探索对外援助和互利合作相结合的多种援助方式（吴仪，1994）。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江泽民提出“建立中非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江泽民，2000）。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合作”阶段。

这 一 政 策 变 化 的 结 果 是 积 极 的 。 这 一 时 期 中 国 对 非 洲 贸 易 和 投 资 快 速 增 长 。 据

统计，1996年中非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40.3亿美元，1999年增加到64.84亿美元。 ①

中 国 不 仅 在 2 0 0 9 年 首 次 成 为 非 洲 最 大 的 贸 易 伙 伴 ， 而 且 对 非 洲 国 家 的 直 接 投 资 从

2013年开始超过美国。②

当 然 ，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注 重 “ 经 济 利 益 ” 并 不 是 说 不 重 “ 义 ” 了 ， 而 是 一 个 相

对 程 度 的 调 整 ， 是 一 个 短 期 与 长 期 的 相 对 调 整 。 实 际 上 ， 这 与 当 时 非 洲 国 家 经 历 的

“民主化浪潮”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也密切相关。基于中非双方的共同需要，

“义”的价值标准演变为更好地支持非洲国家发展，而不是“革命”理想（李小云和

张传红，2022）。

对此，1996年3月江泽民在与部分驻非洲使节座谈会上讲到：“我们在同非洲国

家的交往中，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者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

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我们不仅要同情非洲，而

且要诚心诚意支持和帮助非洲。” ③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从支持非洲发展的角度去

看待“义”的。

① 1999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207/20020700032253.shtml.
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N].经济日报,2015-12-05(005).
③ 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八)[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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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利兼顾”时期（2007 年 ~ 现在）

中国再次提高对“义”重视程度的表现之一是最高领导层重提对外援助。2007年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

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

利益”。这是中国时隔30年再次提及对外援助政策。相比之下，在十六大报告中表达的

是强调互利性的“相互帮助”，而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则完全没有提及“援助”或对发

展中国家的“帮助”。这反映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微妙变化。2013年3月习近平

主席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两次提及正确义利观，而

且进一步要求“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在此背景下，

中国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正确义利观，将中非关系带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

共同体”的新阶段。本阶段对非洲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弘义”和“融利”。

一 是 “ 弘 义 ” 。 习 近 平 指 出 ， “ 中 非 关 系 最 大 的 ‘ 义 ’ ， 就 是 用 中 国 发 展 助 力

非洲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①2015年12月，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

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时提出“十大合作计划”，这些计划涉及为非洲国家提供培训、指

导，帮助非洲建立学校和培养人才。这些合作计划的实施将给非洲带来长远的发展。

针对个别炒作中国导致非洲陷入“债务陷阱”的观点，中国以真诚的态度帮助非洲解

决债务问题，其中包括全面实施二十国集团提出的的缓债倡议。中国与21个非洲国家

签署了缓债协议，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承担的缓债总额最高。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

成功减免了17个非洲国家的无息贷款债务，共计23笔；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100亿美

元授信额度已落实超过30亿美元，并向非洲重点项目贷款近25亿美元。②

“ 弘 义 ”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体 现 是 坚 定 不 移 地 向 非 洲 提 供 援 助 。 中 国 在 2 0 1 3 年 至

2018年期间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占据了对外援助总额的44.6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在非洲面临新冠疫情、粮食安全等多重困难之时，中国向

非洲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援助，捐赠了大量抗疫物资并提供疫苗援助。在2021年11月中

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再次郑重宣布将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新冠

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习近平，2021）。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向非洲各

国提供累计1.9亿剂新冠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树立了典范。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始

终支持非洲国家的正义立场，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正如2015年9月28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承诺，“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

国家”。④

二 是 “ 融 利 ” 。 在 “ 弘 义 ” 的 同 时 ， 中 国 积 极 拓 展 与 非 洲 国 家 的 经 济 合 作 ， 致

力于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目标。2018年北京峰会提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

① 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路上携手同行[EB/OL].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9/content_5749019.htm
②弘扬中非友好加强团结合作 打造中非共同发展的新时代[EB/OL].http://foreignjournalists.fmprc.gov.cn/wjbzhd/202208/

t20220819_10745611.shtml.
③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2023[EB/OL].https://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23/6/20230710163247545.pdf.
④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15-09/29/content_29400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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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 ， 其 中 一 个 目 的 是 支 持 中 国 企 业 积 极 参 与 非 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同 时 增 强 经 济 效

益。在中非双方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非洲逐渐成为中国投资的热土。2021年中国

对非洲直接投资累计达到441.9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了68.7%。中国在非洲的企业

数量已超过3400家，覆盖非洲的比例高达86.7%， ①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呈现出日

益活跃的态势。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非共建的经贸合作区是中非“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重

要平台。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规划建设的经贸合作区数量不断攀升，例如，赞比亚中

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等。这些区域不仅为

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税收的增长，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总 的 来 说 ， 党 的 十 七 大 以 来 ， 特 别 是 进 入 十 八 大 以 后 ， 我 国 制 定 对 非 洲 政 策 时

更加注重义利兼顾，必要时以义为先。中国对非洲政策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的核心就是

“义利兼顾”，必要时“舍利取义”，尽量做到动态平衡。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

中国同非洲的关系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这一合作共赢的理念不仅符合非洲地区的发展

需求，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发展步伐，从而不断把中非关系推向新的高度。

三、中国对非洲义利观演化的动因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的 变 化 促 进 了 中 非 关 系 的 蓬 勃 发 展 。 这 是 正 确 义 利 观 指 引 的 结

果，而对非洲正确义利观的形成和贯彻则是最高决策者观念、国家实力和中非关系结

构变化的结果。

（一）观念变化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观念是行为表现的深层结构，规定并制约外在的行为表现和

模式（秦亚青，2014）。其逻辑就是观念（体系文化）决定国家身份、利益，国家身

份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身份和认同塑造有关外交的基本伦理、价值。但需指出的是，

对国家身份的认识、理解和认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政治、经济、文化、

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国际政治学中认知学派的著名学者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因为国家的对

外政策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实施的，所以，作为重要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的

个人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世界会有不同的认识，而认识的差异又

导致了决策的差异（罗伯特·杰维斯，200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

中国领导人，在对非洲政策上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在处理我国对非关系上发挥

了决定性作用，指导了我国对非洲政策的实践。毛泽东的义利观提倡“革命性的功利

主义”，并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理念（苑秀丽，2003）。而邓小

① 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xwfb/xwrcxw/202211/202211033653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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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不仅肯定“利”的正面意义，还强调其正当的价值观念。他明

确表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

是唯心论。”①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议题时，强调“互惠互利”原则。

进 入 新 时 代 ， 习 近 平 外 交 思 想 作 为 指 导 新 时 代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的 最 高 准 则 ， 其

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正确义利观。如同秦亚青所说，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国家身份定位的

时代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将以何种身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以何种理念和行动展开

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秦亚青，2014）。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全面阐述了正确义利观。他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

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

做到弘义融利”。“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

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②这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对非洲政策

的“国际主义”。正确义利观已经成为新时代指导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顶层观念，这无

疑有利于快速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二）国家实力变化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倡 导 “ 穷 则 独 善 其 身 ， 达 则 兼 济 天 下 ” 。 这 说 明 要 想 对 外 实 行 道

义，自身要有一定的实力。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对外重“义”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

于该国的国家实力，因为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国家实力来规范对外的道义水平。如果

一国在对外政策中不按照国家实力确定其道义目标，将会给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实力带

来不利影响，最终也导致“重义”外交不可持续（徐九仙，2011）。在新中国建立

后的前三十年中，尽管我们一直处于经济落后的状态，但在对非洲的政策上，我们确

立了过高（远超过国家实力）的“义”。尽管我们通过大量的援助获得了非洲兄弟的

政治支持，并最终实现了义利转化，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因此是难以长期持续的。所以，从长期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既要主动进

取、尽力而为，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重在“尽”上，对发展中国家的

关切需求，不能因事推诿、因事回避，要担当大国责任。量力而行重在“量”上，制

定对外政策不能离实际目标、不作兑现不了的承诺。

在 中 国 对 外 援 助 远 超 过 中 国 国 力 能 够 承 受 的 限 度 ， 且 严 重 影 响 了 国 内 经 济 建 设

的情况下，邓小平主政之后调整了中国的援助政策，果断地将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 上 。 因 为 邓 小 平 认 识 到 ： “ 如 果 我 们 国 家 发 展 了 ， 更 加 兴 旺 发 达 了 ， 我 们 在 国 际

事 务 中 的 作 用 就 会 大 …… ， 如 果 我 们 的 物 质 基 础 、 物 质 力 量 强 大 起 来 ， 起 的 作 用 就

会更大。” ③正因这段时间的埋头苦干，才使得今天的中国可以更有底气地重新“弘

义”。邓小平显然认识到，中国要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就必须先把自己发展起来，然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②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11-30(001).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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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能在将来帮助非洲国家更好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飞跃式提升。

中 国 几 十 年 走 完 了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几 百 年 的 道 路 ， 创 造 了 经 济 长 期 高 速 增 长 的 奇 迹 。

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

济总量的比重从11.3%增加到了18.5%。 ①中国不仅“富起来”了，也“强起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布：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

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就是中国对

非洲国家“以义为先”的底气。

需要指出的是，正确义利观是指导我国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不

是发达国家的政策理念。当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落后的一个洲，至少与中

国发展的速度与质量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截至2022年，非洲53个国家经济总量之

和不足中国的五分之一(UNCTAD，2022），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率和青年失业率较

高仍是其软肋，还有不少非洲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存在武装冲突等问题。这意味着，

中 国 与 非 洲 呈 现 “ 中 强 非 弱 ” 的 结 构 性 特 点 ， 所 以 中 国 也 有 责 任 和 义 务 帮 扶 非 洲 国

家。如今中国正在兑现诺言，在正确义利观的旗帜下，中国在各领域援非的规模都大

幅增加，帮助非洲的效果也非常显著。

与此同 时，虽然 我国经过改 革开放40 年多年的快 速发展，综 合国力有 了显著提

升，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仍是中国的第一要

务，决定了中国仍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奉行“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

（三）关系结构变化

中 国 要 用 正 确 义 利 观 指 导 对 非 洲 政 策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 中 非 关 系 结 构 本 身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已经不是单方面的“给与”或

“援助”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交融的依赖关系。

一是经济互补。虽然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所不

同，经济互补性强是最显著的特点。例如，多数非洲国家都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同时

却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进入21世纪之后，非

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一度达到5.5%，②成为备受瞩目的

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地区之一。而中国已步入工业化成熟阶段，即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具有资金、技术等诸多方面优势。双方对彼此的需求程度较高。中国对非洲在经

济利益方面的需求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贸易等方面，非洲对

中国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随着中国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中非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日益紧密。特别值

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N].光明日报,2022-09-14(010).
② 非洲,求稳定迎增长盼发展[N].人民日报,2013-04-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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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提的是，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非之间在贸易和投资等多

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中，

已有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非洲联盟。①2009年

以来，中国连续14年维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2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82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中非贸易额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

2020年已超过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同时，我国对非直接投

资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可以说，中非经济已经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是政治互信。中非已经形成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关系，这得益于一系列合

作机制的建立。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拓展和深化，中非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是推动中非合作的最高级平台，迄今已召开八次部长级会

议，期间还举行了三次合作论坛峰会。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提出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配合，共同实施“九项工程”，

推动建设更加紧密、更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同时，中非双边高层交往也非常密

切。2023 年以来，刚果（金）总统、加蓬总统、科特迪瓦总理等非洲领导人先后来

华进行访问，中国外长连续 33年保持开年首访非洲的优良传统。

由 此 可 见 ， 今 天 的 中 非 关 系 已 经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文 件 指 出 ，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和非洲国家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

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 ②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定位中，能够被

称得上是“好兄弟”的并不多（詹德斌，2017）。这足见中非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对

非常特殊的关系。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

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

削弱、只会加强。”（习近平，2013）

四、结论与展望

中 非 在 政 治 、 经 济 、 人 文 等 领 域 的 双 边 互 动 不 断 深 化 、 加 强 ， 中 非 关 系 处 于 历

史最好时期。这得益于在习近平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正确制定和落实对非洲政

策。正确义利观主张价值优先地位，将自身国家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结合起来，从而

“ 因 义 得 利 ” “ 义 以 生 利 ” ， 实 现 “ 义 ” 到 “ 利 ” 的 转 化 ， 而 必 要 时 倡 导 “ 以 义 为

先”“弘义融利”，从根本上将“义”“利”统一起来。中国在对非洲政策中践行正

确义利观取得的成就证明，正确义利观也可以成为指导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外交

指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有助于提升我国外

交话语权，也能够有力地反击某些西方国家用所谓“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言

论诬陷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行径。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

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更加说明践行正确义利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率先践行

① 携手共进,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EB/OL].http://www.news.cn/2022-11/16/c_1129132927.htm.
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N].经济日报,2015-12-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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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义利观，就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彰

显 中 国 立 己 达 人 、 兼 济 天 下 的 宽 广 情 怀 ， 从 而 为 当 前 动 荡 多 变 的 世 界 注 入 强 大 正 能

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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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frica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ZHAN De-bin & CHEN Jun-ji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year of 2023 marks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visit to Africa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Over the past decade, President Xi has 
repeatedly mentioned or elaborated on the principles on various occasions, forming a rich and scientifically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once again emphasize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sincerity, real results, amity and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strengthening unity and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afeguar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principles of shared interests and the greater good, ea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but more emphasis is given to the latter.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 It can be 
said that China’s policy towards Afric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in stages: prioritizing the greater good over 
interests, mutual benefit, and consideration of both good and interests. These changes are determin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ideology of the highest decision-makers, national strength, and changes in Sino-
African relat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Sino-African relations are at their best in history. This strongly refutes accusations from some western countries 
of “neo-colonialism” and “debt trap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international infl uence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and enhances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Keywords: Principles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China-Africa relations；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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